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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江西地方组织

应对经费问题研究

戴利朝，李时民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２２）

摘　要：革命组织的有效运转离不开经费的支持。经费不足问题，贯穿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江西地方组织发展
的始终。土地革命时期，随着党组织规模的扩大、革命事业的发展、经费开支的增加，加之中央拨款削减，地方党组织时

常面临经费不足的窘境。为此，江西地方党组织多措并举，努力开源节流。其具体方式为：一方面通过争取拨款、党员职

业化、党费征缴、组织募捐、个人自筹等方式，从多个渠道开掘经费来源；另一方面，采取精简组织、减少会议开支、管控地

方预算、遏制浪费贪污等手法，多方节省经费开支。这些举措，总体上有助于缓解经费不足的窘境，助推了党组织的自身

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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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影响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和革命发展的众
多因素中，经费至关重要，直接关乎党组织的面

貌、运行及其功能的发挥。假如忽视了革命经费

这个要素，恐怕党组织的真实面貌和运行实际就

会模糊或受到遮蔽。对于党的革命经费问题，学

界的研究总体上并不充分①，且大量的论文只涉

及苏联、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各省级党组织等整

体或上层组织的经费状况，鲜有研究成果以地方

党组织为对象。为此，本文尝试以江西为对象，专

门分析地方党组织②应对经费问题的努力和举

措，以揭示经费对党的革命事业及其进程产生的

多重影响。笔者期待，本文能有助于揭示各级党

组织围绕革命经费问题展开的互动机制，进而呈

现革命历史复杂而艰巨的一面。

一　江西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经
费问题的由来

江西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中心地带，

有着“革命摇篮”的美誉。在广袤的赣鄱大地上，

中共江西地方组织的创建与发展颇为曲折。１９２１
年１２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支部在萍乡安
源煤矿成立，次年２月建立党组织，党团组织均隶
属湖南支部。１９２３年１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江西地方团在南昌成立，这是江西第一个团组织。

大致上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江西地方党组

织发展处于秘密而缓慢的状态。此后，江西党组

织由秘密转为公开，实现了蓬勃发展。１９２４年 ５
月南昌支部成立，１９２５年 ７月九江党小组成立，
１９２６年１月吉安党小组成立，同年４月中共江西
地委成立，下辖３个支部，共有党员６５人，且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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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的地方党组织，主要是指省级及以下各级党组织。在早期，由于党团合一，经费实际难以区分，故将早期团组织的经费纳

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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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是由团员转化过来的。到１９２７年４月，全
省共有党员３０００人，除萍乡和寻乌两县外，有５６
个县建立了党小组，１４个县虽未建立党小组，但
有党员活动①。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陷入低潮，党

组织遭受了巨大损失，转入地下，大量党员去往乡

村。中共江西省委及各地党组织多次被摧毁，又

多次重建。例如，１９２９年 １１月 ２３日，省委机关
及其下属的部分组织第三次遭到国民党破坏，省

委领导、党团员及革命群众３００余人被杀害；１９３０
年３月，省委在九江重建，５月下旬第四次遭到破
坏，省委领导、党团员 ４０余人就义；１９３１年下半
年，中共苏区江西省委成立，与湘赣苏区、湘鄂赣

苏区、赣东北苏区等的省委共同领导江西各苏区

及其周边苏区的革命斗争②。

地方党组织的曲折发展和革命形势的转变不

无关联，但也受到了经费问题的影响。甚至可以

说，经济困窘的境况，贯穿江西地方党组织从创建

到土地革命时期发展的始终。就党团组织内部来

说，经费短缺，生活艰苦，很多同志不愿做党内工

作，和平享乐、贪污腐化严重③。早期也出现团员

无力缴团费而退团的情况④，以及团组织的关键

人物因组织让其放弃谋生的职业，专职从事团务

工作，而宁愿退出⑤。这些无疑都对党团组织运

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和其他各省一样，早期江西党组织活动经费

主要来自中共中央拨款。仅从双方报告或书信往

来就可以发现，江西省委多次与中央就经费问题

展开沟通，或求援或抱怨，这些材料显现了地方党

组织面临的经费窘境。例如，１９２８年 ２月，江西
省委向中央提出需要４０００元来应急⑥；同年３月
中央决定停止拨发江西经费，省委妥协，希望中央

暂时发放两个月经费，以应困局⑦；同年５月省委
希望中央重视江西工作，至少需 ５０００元拨款来
接济⑧。然而，中央实际上并未拨款，加之从１９２８
年１月到７月江西党组织机关被抓获，损失２０００
余元经费⑨。这让省委感到气愤不已，１２月又向
中央索要经费８００元，甚至以解散江西党组织为
威胁瑏瑠。１９２８年 １１月中央承诺给江西拨款 ６００
元，到 １９２９年 ６月却还未寄到瑏瑡。１９２９年 １月，
省委给中央的预算表上显示所需总金额为２７７３
元，但实际上仅从中央得到７５０元经费瑏瑢。当年６
月的报告显示，除赣西南、信江、九江经费可以自

给外，江西其余地方的组织仍需要津贴瑏瑣。即便

如此，同年８月，省委的决算经费由１８００元减至
９００余元瑏瑤。

历史地看，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期，江西党组
织经费虽然不充裕，但并未成为自身发展的主要

障碍。进入土地革命时期，随着江西各地革命暴

动的兴起和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１９２９年
共产国际对华援助政策的突变瑏瑥，以及随之而来

的中共中央下拨经费的削减，使江西各地党组织

本不充裕的经费日趋“断炊”，进而影响到组织建

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革命经费问题越来越成为

党组织面临的紧迫课题。

二　开源：江西地方党组织筹措经费
的主要方式

从事实来看，地方党组织面对经费不足问题

并没有“洗颈就戮”，而是一直通过各种方式纾

困。尤其是１９２９年，中共中央大量减少了对各省
的拨款，江西党组织开始大量自筹经费。１９２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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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１９日，省委发出《中共江西省委赤字通告（第
五号）———关于党的经费、人才问题》的文件，提

出开源节流，即党员职业化、去雇佣化，党员缴费。

两个月之后的３月２７日，中央在给江西省委的指
示信中，针对江西党组织经费短缺的问题提出了

和江西省委相似的要求，并决定以后不增加江西

党组织的经费①。但是，政策的落实不可能一蹴

而就，而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面对要求，地方党

组织还是会习惯性地提出经费申请。如在 １月
１９日通告发出不久后的 ２月 １７日，地方党组织
还是一如既往地向省委申请甚至索取经费②。对

此，当年６月江西省委在给中央的信中如此表述：
“全省的经济独立基础，已有计划，但各地尚未迅

速执行，故目前尚须中央接济。”③换言之，江西省

委虽然已经计划“经济独立”，但由于各地还未迅

速落实，仍然向中央争取经费，并希望延缓自身

“经济独立”的期限。

除了向上争取经费外，地方党组织首先强调

“党员职业化”。这主要是指，党员利用社会关

系，找到一份固定职业，通过职业劳动换取工资报

酬或赚取经费，来维持或充实党组织的经费。这

方面，中共中央早有明确要求，如在１９２８年１０月
指出：“我们应当深深觉悟党的出路，只有每个同

志（除开必须以革命为职业者外）取得或学习一

种职业，打入社会，特别打入工厂中去，埋伏在群

众中做群众的领导者，一个共产主义者真正‘以

身许党’必须这样的做去。”④从现实来看，很多地

方党员不事生产，“职业化”并未实现。“有一部

分支部书记或者是政府的委员自己觉得特别高人

一等，不参加生产，在北路为甚，已加以严重的纠

正。”⑤而“东北特委差不多三四个月，负责同志都

是在外揩油作工。”⑥还如九江县委，“县委组织是

健全的，但五个常委都脱离了生产，不能深入群众

中去，犯了形式主义的倾向，省委已有指示去纠

正。”⑦党员职业化并非完全是响应中央号召，也

有出于自发性的考虑。如早在１９２７年１０月万安
暴动前，许大权在担任中共万安县罗圹区委书记

的同时，其职业是开设油行⑧，所以，他能一次支

出２００元给想回家的士兵作旅费⑨。党员如果拥
有一份相对固定的职业，既可以赚取经费，又可以

掩护革命身份。如万安县党员谌光重开了一家药

铺，以卖药治病为名建立了革命活动的联络点瑏瑠。

１９２９年在江西党组织被国民党大面积破获的情
况下，领导人冯任提出的善后意见就有一条：“调

赣西特委书记王百元及区书记彭胖子来南昌，参

加省委及南昌市区工作，他们可各把一二十元，做

提蓝子的小生意。”瑏瑡当然，从广义上看，职业化不

一定是找一份固定的工作，也可以是临时性兼职，

或主动参与生产，创造收入。至于党员职业化的

程度，省委对于地方县委有时也会有量的规定。

如１９２９年省委给九江县委的目标是，至少要做到
半数县委成员不领党的生活费瑏瑢。省委经常在和

地方的通信或通告中提出要求，予以督促，强调党

员职业化是为了改善自身经费困难的境况，又是

服务于革命，因而不能只顾职业而忽略了革命，又

不能单纯只顾革命而脱离生产。土地革命后期，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过度的党员职业化。例如，

不少党员改变原来的职业转而从事商贩，甚至放

弃组织工作不做而去经商，发生了一些贪腐案件。

为此，中共湘赣苏区省委于 １９３４年 ３月 １１日颁
布《对于党员与苏维埃工作人员私自经商图利的

决议》瑏瑣，严禁党员经商。

其次是征缴党费。向党员征收党费是党一贯

的要求，缴纳党费也是党员应尽的一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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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２年的党章就规定，党员有缴纳党费的义务，
“欠缴党费三个月”甚至可以被开除①。地方党组

织之所以把党费征缴作为一项“开源”的举措，是

因为缴费难的问题由来已久。如 １９２６年团九江
地委“各同志应缴三十四人，实缴者二十人，款由

地委支用。”②由于党组织秘密活动、交通失联等

各种原因，有的党员甚至从未缴过党费③。１９２９
年３月，南昌５个支部只有１个混合支部能缴费，
九江、景德镇、赣南、赣西的支部，能缴费的只有景

德镇支部，人数不过９０人④。同年７月的一份文
件显示，“景德镇的党的工作较好……同志都能

开会、缴费、讨论工作等等，为江西工作最好的地

方”⑤。同年８月，省委农委书记沈建华在给中央
的报告中坦言，南昌市区的３个支部只有１个可
以缴费，近郊的 １０个支部只有 ３个能确定缴
费⑥。到１９３０年 ８月江西党团组织缴费依旧困
难，延期情况多有发生⑦。甚至有党员面对党组

织催要党费时还给出“我不向你要已经好，你还

要剥削我吗？”⑧的回答。实际上，各地的党费征

收方式和数目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和差异性。如缴

费数目，１９２６年 ４月 ５日，团吉安地委在联席会
上报告：“纳费：工人五十文，学生一百文。”⑨有的

地方为了增加党费这块收入，党组织吸纳一些农

民入党，党费从数元到 １０元不等瑏瑠。在赣南地
区，革命老同志回忆时提到，“每月交党费 ６—８

个铜板（或五分票子）”瑏瑡。１９２９年，省委统一规
定，“按期缴收同志的党费，工农分子每月三枚到

五枚，知识分子每月一角到两角，但失业的及有特

殊情况的由支部斟酌免缴”瑏瑢。从文献史料来看，

省委组织几乎每次会议或报告都有讨论“纳费”

（即征收党费）这一项，且多次强调要求党员严格

缴费。从规模上看，由于党员人数增加，党费征收

增加了一项保障。江西党团员人口数量庞大，且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北伐期间为中共党员发展的

黄金阶段，江西党员从北伐前的 １０５人发展到
１９２６年１２月的８００—９００人。１９２７年４月，党员
更是达到３０００余人瑏瑣。截至１９２８年１月，全省
党员４０００人左右瑏瑤，１２月达到５０００人瑏瑥。１９３１
年１２月，全省党员近１５０００人瑏瑦。因此，党员人
数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党组织的党费收入。

再次是举办组织募捐活动。党内有党捐，包

含特别捐、自由捐助等捐款活动。党捐用于填补

经费亏空或为特殊情况募集经费，甚至在个别地

区会由献助演变为强制摊派的“税收”，由党内扩

展到党外。党外募捐形式更加多样，如１９２９年赣
西特委向下属特支大队“函知一大队特支火急设

法，募捐两百文拿来，专门建立机构之用”瑏瑧。在

无法通过打土豪筹措经费的地方，偶尔也会通过

工农革命团体募捐的方式获取经费瑏瑨。还有就是

救济捐款，“救济被难战士，亦要尽量约由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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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来救济”①。为了募捐，还设置了募捐委员

会，“经费方面尽量设法，自开办以来已组募捐委

员会，到各地募捐，不过成绩如何，尚难预料”②。

偶尔工人罢工过河的经费也会举行募捐，１９２９年
端午节前后，景德镇瓷业工人在罢工斗争中，“过

河之经费，由募捐而成的得三百余元”，在此过程

中，“党负责人当时亦过了河去相助鼓励宣传”③。

通过募捐委员会等有组织地开展募捐，地方党组

织增加了一项经费来源。

最后是党员个人筹措或捐献。江西早期党员

大多为知识分子，且家境优渥，在进行马克思主义

宣传、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革命暴动等活动时

为革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济支撑。揆诸史料，

相关事例不胜枚举，此处仅以万安县曾天宇为例

展开分析。曾天宇父亲曾秀升担任过县商会会

长，是本地有名的商业资本家兼地主，不仅在县城

和罗塘墟有店铺，在家乡还有 １００多亩田地。曾
天宇二哥曾振五，在１９１９—１９２２年担任江西省议
会议员④。１９２４年创办于南昌的明星书店、黎明
中学，同属一个党支部，书记正是曾天宇。这两个

机构实际上是早期江西党组织的活动中心，其创

办的经济基础与曾天宇及其家族广阔的人脉息息

相关⑤。不仅如此，万安革命活动得以开展，更是

得益于曾天宇家族的强大经济实力和地缘人脉关

系。１９２７年６月曾天宇回到万安后，罗塘至善小
学成为万安县域革命活动的中心。为了更好地宣

传党的主张及掩护革命活动，他和张世熙、张世

纲、文章、刘光万一起筹集银元 ８００元，以“办教
育、兴民团”的名义在万安县城创办了书店，暗中

推销带有马克思思想的书籍⑥。同年 １１月 ２５
日，万安农军百余人在曾天宇的家乡罗塘湾村背

村集合，农军和革命同志无偿在曾天宇家吃饭⑦。

曾天宇很早就认识到军事武装是农民暴动的天花

板，农民暴动的成败与军事武装的强弱息息相关。

万安暴动前，他用教育厅督学工资买了长枪、短枪

１０多支⑧。像曾天宇一样，不少党员及其家族为
革命慷慨解囊，甚至毁家纾难，成为当地党组织创

建和革命发展的经济支撑。

此外，进入苏区时期，地方党组织在经费来源

上更加依赖“打土豪”。如 １９３０年 ４月，赣西南
特委提出：“在赤色区域阶级斗争剧烈，交通断

绝，经济难免发生恐慌。党对经济应采取辟源节

流的政策，扩大赤色区线，彻底没收豪绅地主的财

产，防止剪刀现象节省用途。”⑨同年６月，仁仙区
委提出：“我们对经济策略要采取（开源节流）一

面彻底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一面节省用途，同时

经济流通不要部落的封锁。”瑏瑠到了后期，打土豪

出现困境，如湘赣边苏区“经济的来源全靠去打

土豪，附近各县如宁冈、永新、茶陵、酃县、遂川土

豪都打尽了，再要打就需远一点去，要远一点去就

必须与敌人硬拼一次才通得过，所以打一次土豪

就必须大的部队出发”瑏瑡。实际上，打土豪夯实了

地方党组织发展的经济基础，更是苏维埃政府和

红军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三　节流：江西地方党组织节省经费
开支的主要做法

开源只是江西各级党组织应对经费拮据的一

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节流。

首先是精简组织与精密分工。江西各级党组

织存在部门中非任事机构太多，精干的人员较少

的问题。如此一来，不但空耗经费，而且不利于党

组织的有效运转。为此，党组织提出精简组织人

员与精密分工的办法。如１９２９年６月，省委要求
赣西特委：“特委机关建立集体的指导和精密的

分工，不要弄成形式主义，在工作还没有做起来的

时候，机关庞大起来了，工作人员增加起来了，以

为一定要这么多机关，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多经

费，才可以应付目前工作计划的布置，结果必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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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委本身目前可能解决的困难多起来了，而妨

碍初步工作之进行”①；同时又要求赣南特委，“你

们要过细审核特委本身的人才能力，在目前可售

的范围内极力做到集体指导和适当分工……兵贵

精不贵多，如果一国之公意志分歧，人多反妨碍组

织和工作”②。集体领导与科学分工，本来是组织

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党组织的考量中，亦成

为减少经费开支的重要途经。交通站是党组织之

间沟通联系的平台，其建设耗费巨大，出于节省经

济开支的考虑，省互济总会提出，“一切的机关要

建筑在忠实的会员家里，少建筑一些用佃钱的机

关”③，甚至提出党团组织合并办公④。从效果来

看，精简组织及其人员，同时起到了提高工作效率

和节约经费开支的作用。

其次是减少会议开支。会议多且花费大，成

为党团组织运行的一个特点。如党的第三次全国

代表大会，“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

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上”⑤。１９２３年１０月
至１９２５年１月，团湖南区委召开的各种会议达
８９次⑥。１９２８年 ３月，江西省委开扩大会议，预
算经费总额达３００元⑦。同年１２月的报告显示，
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会议支出费用总额为

６９４元⑧。对比前文提及的省委每月获取的中央
拨款而言，这笔开支无疑金额巨大。由于政策靠

会议来上传下达，减少会议次数事实上很难做到，

但可以通过适当减少会议人数和时间，来减少开

支。１９２８年８月，江西省委在给中央的信中谈及
即将召开的本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代表会

原定为三十多人，但省委现已决定减少。但将来

出席代表至少将在二十人以上，可依中央规期间

开会，开会期间不能超过三天”⑨。

再次是严格审核地方预算并管控组织运行经

费。１９２９年６月，赣南特委经费预算超过省委全
省工作的经费预算，且超过各特委预算的 ３倍。
省委认为，即便这些经费来自特委的自筹自给，也

是“浪用”，因而对其提出批评瑏瑠。同年８月，赣西
特委要求下属党组织注重节俭，建立机关除特别

费外不能超过 ３００元瑏瑡。１９３２年，闽粤赣省委对
各区委作出严格规定：“区委小的二十五元，大的

三十元中心区委而要增加，必须做出详细预算，报

告省委批准。县委不能超过一百二十元，应尽量

节省到一百二十元以下的数目。”瑏瑢闽粤赣省委还

具体要求，其管理下的各党部负责人的伙食费削

减至一天１角５分，党组织成员开会等活动须自
备伙食费瑏瑣。１９２９年５月２０日，省委在给九江县
委的指示信中要求：“绝对不能津贴，还要你们设

法供给省委，这个月的五十元系暂时借去，希望你

们迅速筹还。”瑏瑤这意味着，省委对地方的经费支

持，实际上是借款，地方将来须还款。虽然地方不

一定能够偿还，但在预算和开销时会更加节制。

此外，遏制贪污、赌博以及反对“金钱革命”

也起到了节流作用。有时为了节流，反对转嫁经

费，由中央派遣到江西的特派员，经费应由中央拨

发，而不是依靠江西地方党部支付瑏瑥。当九江县

纱厂支部屡次向党组织要挟并索要津贴生活费

时，县委书记华鄂阳为抵制此种 “金钱革命”论，

甚至考虑解散支部瑏瑦。对贪污 ４０元的党员洪汉
先，开除党籍，派往游击队工作瑏瑧。在江西苏区，

这些举措确实收到了相当的效果，如预算决算制

度开始建立了，贪污腐败的现象经过严厉的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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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有所改观，保证了党的经费①。

四　革命经费短缺对江西地方党组织
的不利影响

从土地革命时期来看，革命经费问题在整体

上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由于革命形势的变

化，各地组织建设及其经济基础的差异，经费问题

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各地在开源节

流方面的努力及其成效也具有不均衡性。在问题

突出的地方或时间，经费会给组织和革命的发展

带来不利的影响。

首先是经费短缺影响组织关系。如在早期，

经费本身不足，其分配更容易影响党团关系，中共

九江县委书记华鄂阳给中央的报告汇报工作经历

时，请求离赣留沪，“党团的关系，真是江西特有

的现象……尤于经济的关系，时常发生党团的纠

纷”②。影响党团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费

的分配问题。党组织认为，团组织应该在经费问

题上自谋出路，而团组织则要求到各机关提款，甚

至主张党组织与团组织应该平分中央拨给的经

费。后来，大家开会讨论，把团的经费作为党开支

的一部分，党也必须给团必要的办公费，这才缓解

了党团的经济矛盾③。在苏区时期，经费甚至影

响到县委与苏维埃政府的经济矛盾，“苏维埃与

党对立亦有，如兴国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县委去要

钱。他要查县委的账，说你们又用去了”④。

就上下级党组织关系而言，经费问题也造成

了一定的影响，也消耗了组织沟通的大量精力。

省委给地方党组织的拨款，通常取决于中央给省

委的经费支持。从各省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来

看，中央给各个省的拨款彼此之间相差甚多。如

１９２７年 １０月浙江省委在给中央的信中就抱怨，

本省获得的中央拨款还不到中央拨给江苏经费的

十分之一，后者是１万多经费⑤。根据笔者统计，
对比之下，江西从中央获得的经费还少于浙江。

１９２８年 １２月，江西省委在致中央的信中抱怨中
央忽视江西工作，不发经费，不派人员，甚至表示：

“中央如不要这块地盘，则请取消其组织好了，何

必要那块招牌呢。”⑥在省委抱怨中央的同时，江

西各地党组织对省委有时也怨声载道，如“最近

各地党部要钱要人的信纷至沓来，大有‘无钱无

人万事休’之势”⑦。上级对下级在经济方面支持

不够，势必导致上级权威受损、号召力受限，甚至

产生个人情绪影响组织工作。譬如“前湘赣边特

书记邓××同志，因边特工作困难……故邓不愿再
在边特工作，固此不经适省委即直接到沪”⑧。

其次是江西省委为了“经济独立”，缩减组织

和人员，这容易导致信息泄露，机关被破获，人员被

捕。如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在南昌的省委机关被破坏后，
开始决定迁往九江。后来由于经费短缺等各种原

因，加上机关北迁需要钱款，即使当时南昌能活动

的人员仅三四人，连交通和技术书记都难以找到，

省委依然决定留在南昌⑨。人员缺乏，省委“自己

兼做交通工作……总是带许多文件在街上跑”，

导致信息泄露，机关被破获，人员被捕瑏瑠。因为经

费短缺，必要的组织建设难以进行。如省委原计

划筹备东特委，因人力财力缺乏，一直未成立瑏瑡。

减少机关，大量人员合住或借住在群众家里，保密

性差。“机关建筑的不适当———景镇党的机关，

都是建筑在同志家中或非同志的店内。”瑏瑢过度缩

减组织，既容易导致组织信息泄露，又使得省委与

各地方组织之间互相隔绝瑏瑣。如１９２９年７月，中
共赣西特委只有１人负责技术工作，时常连一些
通告、通讯都无法完成瑏瑤。这些都容易影响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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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正常运行和组织之间的顺利沟通。

最后是经济贪污及经费使用不当的现象时有

发生，削弱了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据团江

西省委１９２７年１２月的一份通告，在土地革命前的
团组织中，各级领导机关多有贪污行为①。土地革

命时，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党组织，如党员干部以欺

诈的方式骗取经费，“徐同志屡次以欺骗手段来

瞒县委，如给钱租房子，房子不租，钱又扯用了，如

说在乡村有亲戚，不建设油印机关”②。１９３０年，
赣西南地区甚至出现“腐化”现象，“党的观念不

强的同志常以为革命打土豪是解决个人问题。一

般同志在较好的环境生活特别表示腐化，金圈子、

金戒子带起；还有藉党招摇向乡人讹索钱财酒食，

造成党内新土豪新劣绅”③。应该看到，这类贪污

浪费现象的记载主要见于上级党组织或巡视员的

报告，后者意在通过指出问题和批评来督促地方工

作，却呈现了组织运行中经费问题的另一面。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经费在党组织发展中

具有重要地位。但行文至此，笔者还想指出，本文

的目的不只是论述江西党组织应对经费问题的历

史，也想从经费角度重新审视中国革命的艰巨性

和复杂性。借用学者的话，党组织的经费困窘情

形是“发生”的，而非“制造”的，是革命的客观形

势决定的，并非革命者主观努力所能改变的④。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历程来看，面对革命经

费拮据这道难题，共产党并未退缩，而是选择直面

和应对，努力开源节流，并凭借多年苦心孤诣的经

营与建设，最终成功克服了这个挑战，使得“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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